
評論｜DEI政策由何而來，為什麼特朗普要對其發

動如此系統性的「戰爭」？

MAGA運動反DEI的最終目標並非僅僅削減政府支出或限制「覺醒文化」，而是為更極端的保守議

程打開大門。

2025年1月20日，華盛頓，美國總統特朗普總統將用於簽署行政命令的鋼筆扔向人群。攝：Matt Rourke/AP/達志影像

2025年1月29日晚，美國華盛頓特區上空發生一起嚴重的空中相撞事故，一架商用客機與一架軍用

直升機在波托馬克河上空相撞，導致67人遇難。在事故發生後的第二天，美國總統特朗普迅速將矛

頭對準了「DEI」（Diversity, equity, and inclusion 多元化、公平與包容性）政策。在並未得知事

故緣由的情況下，特朗普一口咬定因為在前總統奧巴馬和拜登執政期間，聯邦飛行管理局在招聘空

中交通管制員時過於強調多元化，導致了安全標準鬆懈。

而在特朗普正式上台執政前的一週，特朗普和其盟友馬斯克，也就DEI政策向加州的民主黨州政府

開炮，在毫無根據的情況下，指責其多元化的招聘政策導致了消防部門未能及時應對燒燬了富人區

的野火。在新政府上台後，特朗普更是將DEI政策塑造成了美國一系列天災人禍的罪魁禍首，要為

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的腐敗、國家藝術基金會（NEA）的資金挪用，和國家衛生研究院

（NIH）的低效負責。他火速頒布的一系列行政令和政府部門備忘錄，更是旨在短時間內在聯邦政

府和私人機構層面消除DEI政策的影響。

為何特朗普及其政治盟要對DEI發動如此係統性的「戰爭」？DEI政策由何而來，如何在職場、教育

和福利等層面深遠地影響了幾代美國人的生活，又在這個政治極化的年代成了公衆輿論的焦點？而

DEI政策又是否像他們的支持者所言，推動了美國社會的公平與進步？



2025年2月3日，美國航空公司5342航班的殘骸從羅納德·里根華盛頓國家機場附近的波多馬克河中被打撈出來。攝：Tom Williams/Inc via Get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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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銷DEI的政策

自新政府上台以來，特朗普已經簽署了70份行政命令。其推進速度之快、覆蓋政策範圍之廣，及合

憲性之模棱兩可，令主流媒體在報道新政府的新聞動態時手足無措，無法一下抓準關注重點。而藏

在這70份行政命令中的，是三份有關DEI政策的行政令和一系列行政部門的內部備忘錄。通過這些

頒布速度快、通過司法手續挑戰時間成本高的行政命令和內部指示，新政府企圖徹底終結DEI政策

在聯邦政府、私營企業和教育機構中的實施。這些政令可以被歸結為以下幾類：

一、聯邦政府

上任首日，特朗普總統即簽署了題為「終止激進且浪費的政府DEI項目和優待政策」的行政命令，

指示1）各聯邦機構在60天內關閉所有與DEI相關、帶有歧視色彩的辦公室和項目；2）聯邦政府終

止所有帶有「社會工程」（social engineering）色彩的「公平」（equity）計劃、目標和項目；

3）聯邦機構在採購決策中排除對公司DEI實踐的考量，在員工審核中排除DEI指標。

美國人事管理辦公室（OPM）隨後發布備忘錄，要求各部門負責人立即通知相關員工，將DEI工作

人員安排為帶薪行政休假，並制定計劃終止所有相關項目。備忘錄還警告，任何試圖隱瞞或重新包

裝DEI活動的行為都將面臨「不利後果」。頗為弔詭的是，行政令和備忘錄行文模棱兩可，並未定

義何為帶有「歧視意味」的DEI政策、何為與「公平」有關的政府計劃,以及何為與DEI有關的政府工

作人員。為順應行政令，1月27日，美國行政管理和預算辦公室（OMB）發布備忘錄，指示所有政

府機構在24小時內停止向接受聯邦資金援助的團體和機構撥款。該備忘錄聲稱，這些援助總額超過

「3萬億美元」，約佔聯邦政府近10萬億美元支出的三分之一。該備忘錄要求所有機構自查其計劃

及受資助者是否涉及任何「可能受總統行政命令影響的活動」，如「外國援助、非政府組織、多元

化、公平與包容（DEI）、『覺醒』性別意識形態及綠色新政」等。

二、跨性別者

特朗普第二份有關DEI的行政令也在上任首日簽發。這份名為「保護女性免受性別意識形態極端主

義」的行政令將「性別」定義為「不可改變的生理分類」，還令各聯邦機構刪除所有「灌輸性別意

識形態」的聲明、政策，和法規，並禁止使用聯邦資金宣傳「性別意識形態」。該命令還指示司法

部長發布指導方針，以確保「表達性別二元性的自由」、禁止跨性別者使用廁所等「單一性別空

間」。

三、私營企業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50221-international-trump-2-0-first-30-days
https://www.whitehouse.gov/presidential-actions/2025/01/ending-radical-and-wasteful-government-dei-programs-and-preferencing/


上任第二日，特朗普還簽署了名為「結束非法歧視、重構優績主導機會」的行政命令。該命令撤回

了1965年由約翰遜政府簽發的，要求聯邦政府合同方招募更多少數族裔和女性的行政令。同時，該

命令要求各聯邦機構負責人，鼓勵私營企業終止任何「非法」的DEI政策，並要求司法部長確定

「每個相關領域中最惡劣和歧視性的DEI從業者」，對其發動潛在的民事合規調查。與此同時，司

法部和聯邦貿易委員會（FTC）已經開始審查一些企業的DEI計劃是否違反「平等就業機會法」

（EEO）。受政府政策變化影響，多家大型企業開始調整其DEI戰略。硅谷巨頭Meta和Google皆援

引聯邦機構採購標準的變化，宣告其將結束招募更多少數族裔和女性的企業目標。

四、教育機構

在教育層面，教育部向各學校和大學發出最後通牒，要求在兩週內終止與DEI相關和「種族偏好」

招生的項目，否則將面臨聯邦資金削減的風險。面對突如其來的法律風險，不少美國高校，尤其是

更仰仗聯邦撥款支持的公立高校紛紛開始收回原有的DEI政策：​​東北大學在一月底從其官方網站上

刪除了所有與DEI相關的內容。密歇根州立大學原定於1月29日舉辦一年一度的農曆新年午餐慶祝活

動，但在活動前一天突然取消。學校在給學生的郵件中表示，取消的原因是「社區成員對當前有關

移民和DEI的行政命令表示擔憂」。諸多州立大學則直接關閉了其DEI辦公室，以符合新的聯邦政策

要求。

什麼是DEI政策？

究竟什麼是在新政府看來萬惡的DEI政策？在美國歷史上，諸多少數群體長期受到歧視，缺乏公平

的職業、教育和經濟機會。因此，DEI政策目標是在職場、教育、社會福利等層面，通過反歧視監

管、在教育和工作方面給予少數群體優先待遇、針對潛意識偏見進行員工培訓等手段消除這些結構

性障礙，吸納更多元的人群進入主流社會組織（diversity），促進實質性的社會公平（equity），

營造包容（inclusion）的文化。

不同的政府和私有機構對於DEI政策的受益少數群體定義會有出入，但一般都會覆蓋女性、少數族

裔、LGBTQ+群體、殘障人士、老兵、低收入人士等多元群體。本屆政府的意識形態操盤手，向來

對優惠少數群體的平權法案（affirmative action）滿懷憤恨的副總統萬斯，其實也因其老兵身份，

在上昂貴的法學院時，在學費和極高的錄取門檻上，受到聯邦政府和耶魯法學院DEI政策的照顧。

另外，在美國上班族中頗受歡迎的帶薪產假、帶薪個人健康假等，也已被視為美國企業DEI政策的

基石。

與右翼政客的想象不同，正因受益群體之廣，不僅僅限於公衆想象中的少數族裔或是LGBTQ+群

體，DEI政策在美國社會的支持率在21世紀向來不低。去年十一月皮尤中心的民調中，就有52%的

美國員工表達了對DEI政策的正面看法。當被問及具體的DEI政策時，更有超70%的員工表示支持公

平對待員工招募、薪資和晉升的政策，超過60%的員工支持在公司內部成立基於性別、種族背景等

員工小組（affinity group），並設立專門監督公司落實DEI政策的職員。

當然，近年來也有越來越多的研究發現，儘管在被問及具體政策時，DEI政策頗受歡迎，但公衆對

於DEI政策的看法尤其容易受到政客的操縱。正因DEI覆蓋政策領域過多、定義過於模糊，導致DEI

這三個空洞的字母極易被政客重新妝點，成為他們向保守的白人選民吹種族主義狗哨的工具：過去

一年的選戰，由於共和黨政客在選戰中對於「文化戰爭」的鼓吹，將DEI政策包裝成「文化馬克思

主義」和「批判種族理論」的產物，對白人和基督教存在系統性的威脅，導致相較於選前，共和黨

支持者對DEI的負面評價大幅上升，從 30%增至42%，同時不同族裔之間對DEI政策的分野也愈發

加大。

https://www.pewresearch.org/social-trends/2023/05/17/diversity-equity-and-inclusion-in-the-workplace/
https://www.cambridge.org/core/journals/industrial-and-organizational-psychology/article/depoliticizing-dei-path-to-fulfillment-of-its-core-values-and-effective-implementation/42F5F1904A40AD3FCC05D998F37813C7


2025年2月17日，示威者在美國國會大廈舉行「拒絕國王」示威活動，抗議特朗普政府的政策。攝：Tom Williams/CQ Roll Call via AP/達志影像

籌謀已久的「煙霧彈」

保守派對於DEI政策的怨念由來已久。這種對DEI政策的批判，源自一個長期以來由右翼智庫和保守

派金主主導的宣傳運動。比方講，早在本屆政府上台前的2022年，在臭名昭著、因為意識形態過於

極端，令特朗普在參選時不得不親口承諾與其無關的「2025計劃」——由美國保守派團體傳統基金

會（Heritage Foundation）牽頭髮布的一項計劃，旨在為下一任共和黨總統提供政策指導，就數

十次提及DEI政策，並詳細列舉了如何通過總統行政令和內部備忘錄等可見度小、影響力大的手段

迅速消除在美國社會根基逐漸深厚的DEI政策。

另外，諸如Manhattan Institute、Claremont Institute等右派智庫，也力圖將DEI政策描繪成文化

馬克思主義和批判種族理論的成果，將其渲染成左派學術精英「洗腦」美國中小學生的工具——當

然，令人啼笑皆非的是，由法蘭克福學派發展而來的西方馬克思主義（Western Marxism），和在

法律期刊和部分法學學者中流行的批判種族理論（Critical Race Theory），本都是學術小圈子內，

對於普通受衆頗為艱深難懂的哲學理論，與中小學基礎教育相去甚遠。

在發現指責大學和中小學灌輸「批判種族理論」這一套污名化並不能被公衆輕易接受之後，保守派

智庫和幕僚們又將目標轉向企業和政府部門內的多元化措施，將其描述為無用的官僚作風和浪費納

稅人錢財的項目。例如，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國家衛生研究院（NIH）以及國家藝術基金

會（NEA）等機構，都被共和黨政客們形容成推行DEI的「前線」，成為削減資金和解散機構的理

據。

另外，保守派法律活動家也愈發意識到已經徹底右轉的高院的政治價值——他們不需要依靠贏得媒

體上的公共辯理，便可依靠離普通人更遠、更易被保守派捐款和諸如Federalist Society等保守派組

織所控制的司法系統，直接獲得他們想要的政治成果。因而，我們看到諸如Students for Fair

Admission等由保守派律師支持的組織通過主動尋找原告、在傾向保守的司法轄區起訴的方式，成

功推翻了在美國社會有廣泛支持的美國大學優惠少數族裔的平權法案錄取政策。

因此，右翼對於DEI的攻擊是一枚在政治策略上極為成功，又極具危險性的「煙霧彈」。一方面，

通過將DEI與移民政策、教育改革以及勞工市場等其他長期保守主義施政目標聯繫起來，右翼活動

家聯合了向來對左派學界心存不滿的文化保守派、對政府開銷和直接干預私人企業招募行為一直心

存芥蒂的財政保守派，以及在特朗普上台前日漸被建制派邊緣化、相信白人美國正在被有色人種取

代的陰謀論的白人民族主義者。這使得特朗普的MAGA陣營在意識形態上空前龐大和多元。

另一方面，右翼民族主義勢力在深諳如何博得媒體關注的特朗普，和手握社交媒體平台X的馬斯克

的加持下，將DEI塑造成政府浪費和「覺醒意識形態」（wokeness）的代表，並炒作USAID花費數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UPSuWlGTDjEF88x54Jz94k5zUqNiW6Th/edit?gid=339101442#gid=339101442
https://theinitium.com/zh-hans/article/20230703-international-who-are-the-asians-opposing-affirmative-action


百萬美元為哈馬斯購買避孕套，聯邦政府資助研究可卡因對蜜蜂的影響等譁衆取寵的假新聞，將其

與企業多元化培訓、平權行動，甚至中小學關於種族平等的教育混為一談。這一系列對於DEI政策

的造謠，和紛繁的總統行政令一道，成功地轉移了公衆、媒體和民主黨政客的注意力，使其自顧不

暇，陷入實施核查的陷阱，在闢謠和反駁中浪費了開始組織有效政治反擊的精力。

這顆煙霧彈最危險的地方就在於，在削減政府開支或限制「覺醒文化」這樣看似傳統的保守主義外

衣下，隱藏着的是更為反動、更為赤裸裸的種族主義的政治議程。通過將DEI描繪成一種「反白

人」的工具，右翼民族主義者得以合理化他們一直以來頗為推崇的「科學」種族主義和優生學。比

方講，與馬斯克關係密切的保守派活動家Richard Hanania提出，1964年通過的《民權法案》賦予

了少數族裔「過多的」權利，致使白人男性在社會競爭中被邊緣化；他甚至暗示，平等的社會是不

可能的，因為種族之間在智力等方面存在根本差異。

保守派智庫Manhattan Institute的學者Christopher Rufo也曾指責DEI導致波音飛機事故，在沒有

任何證據支持的情況下聲稱公司因DEI而聘用「不合格的」少數族裔飛行員。然而，這一論調成功

引起了公衆關注，並被特朗普重複使用，當作是DEI削弱美國優績主義社會（meritocracy）的論

據，在其發布的一封行政令中這麼寫道：「這些非法的DEI政策還威脅着全美男女老幼的安全，因

為它們削弱了個人才能、能力、勤奮和決心在美國社會關鍵部門（包括各級政府、醫療、航空和執

法部門）就業和任職的重要性。」而麥肯錫的研究顯示，相較在多元化上表現一般的公司，種族更

為多元的公司在盈利表現上超過全國中位數的可能性可以高出36%。很顯然，優績主義不過是白人

民族主義者宣揚其種族優越性的一件合法性外衣。

2024年6月8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骄傲节期间，一名参与者在化妆台的镜子前涂唇彩。摄：Michael Blackshire/Los Angeles Times

via Getty Images

歷史上曲折的多元之路

要理解今日保守派對於DEI政策的攻擊，除了了解白人民族主義內在的政治邏輯，也不能忘了從歷

史中窺見DEI政策自身在法律、文化和經濟層面的侷限性。

現代的DEI政策，可以追溯到上世紀六十年代民權運動時期通過的一系列依賴政府監管、企業合規

才能得以實現的反歧視法案。1961年，肯尼迪頒布行政令，要求聯邦政府承包商主動採取平權行動

（affirmative action）來消除就業中存在的對於種族、宗教和國籍的歧視。1965年，約翰遜政府

將性別也加入了被保護的身份類別，並鼓勵更多私人僱主採取主動的平權行動來消除歧視。1964

年，國會通過《民權法案》（Civil Rights Act），更進一步夯實了反歧視政策的法律基礎；其中第

七章禁止基於種族、性別等因素的就業歧視，併成立平等就業機會委員會（EEOC） 以監督執行。

https://www.huffpost.com/entry/richard-hanania-white-supremacist-pseudonym-richard-hoste_n_64c93928e4b021e2f295e817
https://www.mckinsey.com/featured-insights/diversity-and-inclusion/diversity-wins-how-inclusion-matters


然而，這一系列法案和行政令並未詳細定義何為歧視性行為，而法規的不明確也導致政府的執法和

監管力度較弱。因此，許多企業未能採取實質性措施改善少數族裔在美國職場中的境遇。據一些研

究顯示，到 1970年，僅4%的僱主建立了平等就業機會辦公室，少數族裔和女性的職場處境仍未明

顯改善。

進入70年代，政府加大了對平等就業的執法力度。1972 年，國會通過《平等就業機會法》（Equal

Employment Opportunity Act）， 賦予EEOC更強的權力，使其和僱員都能夠主動起訴僱主。而

從自由派的厄爾·沃倫擔任高院首席大法官以來，對憲法詮釋愈發與時俱進，願意適從社會平權潮

流的高院也賦予了平權法案實際的法律含義。比如，最高法院則在1971年的Griggs v. Duke Power

Co.案中確立了「結果不平等」原則，致使即便企業沒有直接歧視行為，但如果政策對少數群體造

成了不利影響，也可能面臨訴訟。

在監管和訴訟壓力下，企業紛紛建立平等就業辦公室，聘請平權法案專家來制定合規政策，以避免

法律風險。平權行動也在根本上潛移默化地影響了美國企業的文化，促使企業正式化招聘和晉升流

程，提高透明度，以減少歧視行為的發生。到1980 年，80%的大公司已設立平等就業和平權行動

政策； 許多企業制定了目標僱傭比例，以增加女性和少數族裔的招聘與晉升機會。這一時期，平權

行動和平等就業專家成為企業人力資源管理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成了一個在美國商界逐漸紮根的利

益群體。

隨着里根的上台，80年代的美國經歷了平權政策的回潮。里根在競選總統時期就以「狗哨政治」的

手段，用縮小政府規模，減少政府對商業教育等私人領域干涉，推崇「法律與秩序」等看似中立的

政治話術，隱藏其加大對黑人輕微罪犯（比方獎吸食和販賣大麻）的逮捕和執法力度，推廣使得黑

人更難獲取房貸的「紅線」貸款政策等充滿種族歧視意味、不能擺在明面上講的政策，從而來拉取

對種族和性別平權一直心存芥蒂的保守白人選民的選票。

不少今日政府對DEI政策開刀的手段，都可以從里根政府裏找到影子：里根在任期間削減了EECO和

聯邦合同合規辦公室（OFCCP）的預算，減少了對企業平權行動的審查；通過行政令和行政部門的

配合，里根政府弱化了「目標僱傭比例」的執行，不再強制要求企業設定招聘或晉升配額；另外，

通過大量任命保守派聯邦法官，里根政府成功地反轉了六十年代以來自由派高院通過關鍵判例引領

社會運動的趨勢。

許多政策專家在當時預言，平權行動可能漸漸淡出企業和教育政策，但是美國的大企業們並未放棄

平權措施，而是找到了新的話語體系來維持多元招募和平權行動政策： 企業管理者和平權專家將多

元招募重新定義為「管理效率」工具， 開始強調平權法案幫助公司提高招聘流程的透明度，避免用

人決策的隨意性，從而提高整體管理水平；另外，企業也逐漸意識到了多元招募帶來的商業價值

——多樣化的員工隊伍能夠帶來不同的市場洞察力和創新能力，幫助企業更好地適應全球化競爭從

而提高利潤。在80年代新自由主義成為兩黨都逐漸擁護的主流政治經濟範式，去監管化和私有化取

代公共福利政策的大背景下，這種以新自由主義市場邏輯，強調多元化提升企業利潤和效率的話語

體系，替代了上個十年依賴政府監管來實現法律平等的範式，漸漸成為業界主流。

在里根任內，保守派的倫奎斯特於1986年就任高院首席大法官，拉開了高院逐漸右轉的帷幕，也使

得平權法案的法律地位愈發岌岌可危。1988年，老布什總統上台，延續了對種族和性別平權運動的

打壓。1990年代，保守化的最高法院的一系列裁決，進一步削弱了平權法案的效力。例如，在

1995年Adarand v. Peña案中，高院要求政府的平權計劃接受「嚴格審查」，使得在此之後的平權

計劃幾乎難以通過合憲審查。受其限制，之後的克林頓政府不得不以「修正但不廢除」的立場，進

一步限制平權行動的執行力度。在這種背景下，平權行動諮詢師們延續了80年代以來的策略，在企

業內部設立「多元化經理」等職位，將平權行動塑造成以提升企業管理水平的手段，並使其變為企

業文化的一部分，也使得「多元化管理和諮詢」逐漸形成了一個價值數十億美元的龐大產業。

也是在這一時期，政府也主動推動平權行動去政治化，去法律化：政府開始以「包容文化」的名

義，鼓勵企業主動提升多元化，而不是被迫執行法律要求。 而多元化管理也擴大到包括不同年齡

段、性取向、文化背景、LGBTQ+、殘疾群體等，以減少企業內部的白人男性反彈情緒。另一方

面，縱使種族問題仍然爭議不斷，布什和克林頓政府得以在殘障人士和老兵權利保護上取得進步，

https://journals.sagepub.com/doi/10.1177/0002764298041007008


分別簽署了《美國殘障人士法案》（Americans with Disabilities Act）和《老兵就業機會法案》

（Veterans Employment Opportunites Act）。

保守高院在法律層面對於DEI政策的限制，大公司通過市場化的邏輯「招降」激進的社運活動家，

總統另闢蹊徑將老兵、殘障人士等爭議更小的社會群體納入DEI政策的趨勢，也在新的世紀，隨着

高院在「學生公平錄取組織訴哈佛大學案」中裁定高校平權行動違憲，科技和金融機構在弗洛伊德

事件後紛紛推出新的DEI承諾（當然很多都流於表面）等標誌性事件中得以延續。

紐約皇后區大通銀行分行外的標誌。 圖：Lindsey Nicholson/Universal Images Group via Getty Images

妥協與招降：DEI的難言之隱

回過頭來看，美國DEI的發展史是一部從政府、法律和監管驅動，到由私人機構、社會文化和市場

邏輯驅動的演變史。一方面，與公衆的主流想象不同，DEI政策的內核並不一定都是左翼/自由派/政

府強制灌輸的；相反，保守派也在殘障人士保護和老兵福利等領域推進過DEI政策的落實。而自90

年代以後，這些政策具體的推動和落實者已漸漸從聯邦政府轉移到私人機構。正是由於DEI政策覆

蓋群體之廣，包含了少數族裔、女性、老兵、殘障人士、老年人等政治和文化立場不盡相同的人

群，以及DEI政策已深入私人機構文化，導致DEI政策在商業和教育領域已經深根蒂固，難以在一朝

一夕內得以顛覆。

而另一方面，新自由主義崛起和衰落帶來的政治經濟範式鉅變，引導着歷史上不同政治派系互相的

妥協和退讓，導致美國社會在「多元」，「平等」和「包容」這些事關怎麼分配社會經濟資源的問

題上，也發生了微妙的變化。

在與種族、性別、性向問題息息相關的多元問題上，由於高院右轉所致的立法困難和國家福利基礎

設施的缺失，政策制定者從消極地通過立法和監管手段打擊歧視現象，漸漸走向去監管化，主動地

引導教育和商業等私人機構自行落實多元文化；而在這些組織內部，「多元化諮詢師」儼然已成為

獨立的利益共同體，不再靠基於價值和規範的論點說服管理層做「道義上正確」的事情，也不再靠

遊說或抗議等傳統利益群體向政府施壓立法的手段，而是倚靠利潤、企業形象、工作效率等頗具新

自由主義色彩的概念，在企業內部將多元化管理塑造成了符合市場邏輯的現代企業理論。

在平等問題上，強調形式上的法律平等、着重消極反歧視監管派別和強調結果上的實質性平等、着

重主動向少數群體提供優惠政策的派別之間一直存在着張力。一方面，法律確實決定着不同群體的

權利、義務和社會經濟資源獲取方式。但由於聯邦制的存在，美國不同州、縣等轄區的法律存在着

巨大的差異；同時，美國憲法的起草者本也受白人國家主義的影響。這導致僅在法律層面維護形式

上的平等，不僅在實踐層面難以實施，在規範層面，也需要面對這個國家並不光彩的種族主義歷史

和其對法律的影響。真正的實質性公平應包含物質資源、政治代表權和社會認可三個維度，而不僅



僅是法律上的一致性。 因此，有越來越多的學者已經認識到應採用差異化方法，即針對歷史上受到

壓迫的群體（如少數族裔、女性、LGBTQ+ 群體）制定有針對性的政策，才能彌補結構性不公。

與保守派的想象大相徑庭的是，左翼學者對於針對上述問題的反思和重構都由來已久。比方講，喬

治城大學的哲學教授Olúfẹ́mi O. Táíwò在他的著作《精英俘獲》（Elite Capture）中，就敏銳地提

出，身份政治最開始被提出的目標是推進被邊緣化群體的利益，但如今它已經被精英階層所俘獲，

變成了維護現有權力結構的工具。而這種「精英俘獲」，已讓社會運動從系統性改革轉向象徵性勝

利。換言之，當下的身份政治過於關注個體經歷和特定群體在精英群體中的發言權，而忽視了更廣

泛的制度性鬥爭：企業通過僱傭更多有色人種管理者來回應種族不公，而不是提高工人權利或改變

薪酬結構；大學設立 DEI 辦公室，而不願意降低學費或提升貧困學生的入學機會；媒體強調「代表

性」，而不報道更多工人權利或經濟正義的話題。因此Táíwò教授認為，簡單地讓邊緣化群體在特

定的、通常由資本定義的高級場合發聲（比如讓黑人女性擔任公司高管）並不能解決根本問題，因

為這些個人仍然在既有的權力框架下運作，無法推動實質性變革。 而真正的DEI應該是結構性的，

即改變資源分配、提升邊緣化群體的實際權力，而不是僅僅增加象徵性的多元化。

紐約大學的新聞學教授Pamela Newkirk在《多元牌公司》（Diversity, Inc.）一書中也注意到了愈

發「公司化」的、被商業巨頭所招降收編而不再激進的DEI政策。她提出，過去數十年間，DEI已經

變成了一個有着行業自主性和自我利益、價值數十億美元的產業。儘管美國企業和機構在過去幾十

年投入了數十億美元用於DEI計劃，並沒有真正改變招聘、晉升或工資結構。更為諷刺的是，許多

DEI顧問和專家本身來自白人主導的機構，並未真正理解有色人種在職場中的困境。

近年來，也有更多的歷史學者注意到，看似進步、為諸多民權運動和多元化系統築起法律保障的60

年代和肯尼迪及約翰遜政府，實則要為後世的大規模監禁，以及因此導致的貧富分化負直接責任。

耶魯大學歷史教授Elizabeth Hinton就在《反貧困戰爭到反犯罪戰爭》（From the War on

Poverty to the War on Crime）一書中，詳細分析了美國如何從20世紀60年代的「反貧困戰爭」

演變為「反犯罪戰爭」，以及這一政策轉變如何導致黑人社區的系統性監視、警察暴力和大規模監

禁。

1960年代的「偉大社會」（Great Society）改革原本旨在通過社會福利、教育和經濟發展來減少

貧困和種族不平等，但隨着黑人社區爆發一系列騷亂，政府的重點迅速轉向了「控制犯罪」：1965

年洛杉磯瓦茨騷亂以及隨後幾年在底特律、紐瓦克等地的動亂，被政府視為社會秩序的重大威脅。

政策制定者錯誤地將這些騷亂歸因於「黑人社區內部的犯罪文化」，而不是系統性的經濟剝削、住

房歧視和警察暴力。聯邦政府沒有加大對社會福利的投資，而是通過「反犯罪戰爭」加強警察和監

控措施，這導致貧困和犯罪被等同起來，最終形成了系統性種族控制的框架。

從「反貧困戰爭」到「反犯罪戰爭」的轉變並非偶然，而是美國政府有意為之的政策選擇：政府在

貧困社區投入的資金，越來越多地流向了警務和監獄，而不是教育、住房或社會服務，使得美國本

就不完善的社會福利體系愈發薄弱。



2025年2月20日，華盛頓，美國總統特朗普和高爾夫傳奇人物泰格·伍茲於白宮參加黑人歷史月的招待會。 攝：Win McNamee/Getty Images

結語

關於DEI政策，其實不論是來自白人民族主義者的狗哨政治，還是左翼學者的深刻反思，背後所體

現的是困擾美國政治精英的結構性難題。

在憲政制度層面，過去為民主制度提供堅實的憲政保障的憲法已經過於古老，不論選舉總統、兩院

制等以現代角度看過於偏向農村地區保守勢力的制度設計，光看為一系列DEI政策提供法律保障、

包含「平等保護條款」的憲法第十四修正案，竟已是19世紀中葉的產物，能被司法保守派用原教旨

主義的解讀方式限制其應用範圍。而修改憲法，在這個政治癒發極化、高院徹底右轉的年代幾乎難

於登天，使得右翼活動家仍能輕易操縱司法系統為其服務，推動其危險的反多元化政治議程。

在政治經濟領域，國際上，過去數十載依靠美元霸權的全球化，雖然在整體上給美國人帶來了便宜

的勞動力和商品，和以全世界其餘國家投資者支撐起的金融、借貸體系等數不盡的好處，但也迅速

放大了貧富不均和階級差距，間接為把因民權運動獲益的少數族裔當替罪羊的白人至上主義者們提

供了陰謀論土壤，也讓他們與貧富不均最大的受益者——因DEI等文化議題迅速向MAGA投誠的華爾

街基金經理和硅谷巨頭們——形成了弔詭的政治聯盟。

而在美國國內，美國薄弱的福利國家基礎及新自由主義框架下對於企業利潤、股東福利的過度追

求，導致平權行動的落實與執行本就需要通過私人僱主來實現，而看不到盡頭的大規模監禁和對黑

人社區廣泛存在的監視，更是將國家能力浪費在壓榨而非保護其最脆弱的人群身上。

在社會文化層面，西方世界民主政體的政客們似乎還未發現針對社交媒體上鋪天蓋地假消息——尤

其是鼓吹種族和移民陰謀論的假消息——的應對措施，致使MAGA勢力可以肆意炮製假新聞，在轉

移公衆注意力的同時，實施其極為危險的種族主義政治綱領。

也許我們可以慶幸，美國社會仍存在着一定對多元社會的文化共識；去中心化的司法系統也為少數

群體在保障自己權益方面，提供了挑戰行政令的可能；特朗普支持者內部更非鐵板一塊，推倒DEI

政策的深層邏輯也不盡相同，不少保守派政客口頭上對於特朗普和馬斯克的擁護，很可能只是一種

政治上的投機倒把。

但是，美國公衆更應認識到，以特朗普、馬斯克為首的MAGA運動，反DEI的最終目標並非僅僅削減

政府支出或限制「覺醒文化」，而是為更極端的保守議程打開大門。這不僅可能導致教育、移民和

勞工政策的倒退，還會為科學種族主義、性別歧視和優生學思想進入主流政治創造空間，並削弱美

國的憲政民主基礎。



右翼民粹政客及其支持的智庫利用反DEI話題來分散公衆注意力，使人們關注那些無害的多元化宣

傳口號亦或是他們炮製出的種種謠言，而忽略他們真正的政策目標——即聯合正迅速被MAGA運動

收編、不再能限制民粹政客的建制保守派，以及愈發寡頭化的商界巨頭，在公民社會未能做出及時

反應的數月或數年間，限制民權、削弱社會福利體系、削弱司法體系對於白宮的限制，從根本上打

壓一切政治對手，從而維護精英白人群體的既得利益。


